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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民主的扩张，即塞缪尔·亨廷
顿(Huntington 1991)所说的“第
三浪潮”，始于1970年代中期的
南欧。随后，在1980年代的早期
和中期，这种扩张延伸至拉丁美
洲和亚洲国家，例如韩国、泰国和
菲律宾；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
代初，民主抵达东欧、前苏联和一
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不久之前，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
国都采用威权体制。但到了1993

年年底，超过一半的联合国成员
国，即186个国家中的107个，都
已建立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并对
政治与个人权益提供各式各样的
保障——这是1970年的数字的两
倍(Karatnycky 1994:6; Freedom 
Review 1993:3-4, 10)。民主最薄弱
的是在伊斯兰国家（稍后我会探
讨为何很少有伊斯兰民主

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而尽管尚
未完全实现民主，“已有超过30
个非洲国家正处于从文职官员或
军政府统治的威权体制转变为更
多元的体制的过程中”  (Schneid-
man 1992: 1; Diamond 1992b: 
38-39; Diamond, 1993b:3-4)。民主
转型的过程并不简单。那些曾经
历过威权体制的国家可能难以建
立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民主体制，
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传统和信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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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符合民主的内涵。

在其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 约瑟夫·熊彼
特(Schumpeter 1950)对“民主”作
出如下定义：“这是一个制度上
的安排，使个人通过竞争得到民
众投票而获取做决定的权力”(页
250)。1 这个定义过于宽泛，我在
本文中的探讨不可能对其作出全
面考量。2 本文将专注于文化和
经济变量、对选举制度的讨论、宪
制安排（例如总统和议会间的关
系）、参与型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以及政治党派应该如何设置以促
进和保持稳定。简而言之，本文着
眼于影响民主制度建设的因素和
过程。

民主是如何兴起的？

贫穷国家的政治

在探讨民主前，我先要表明我的
倾向和设想。我赞同美国开国元
勋的一些基本关切——强大的
一国政府应令人感到恐惧（或借
用法律界的术语：应令人感到怀
疑），必须要找到方法去制衡它。
正如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的，在当
代这一点在低收入国家尤其明
显。有一个概念叫“库兹涅茨曲
线”(Kuznets curve)(Kuznets 1955; 
1963; 1976)，尽管仍有争议，但它
显示出一个欠发达国家在发展和
城市化之初，其收入分配状况会
出现恶化，但随着工业化程度提
1. 详见 Lipset (1981:27); Dahl (1970:78; 1971: 
150-62; 1982: 11); Huntington (1991 5–13); 
and Schmitter and Karl (1993:40–46)。
2. 有关定义本身如何影响对民主的分析，参见
Sartori (1983:28-34; 1987:257–77)。

高，其收入分配会渐趋平等(Ol-
son 1963; Weede and Tiefenbach 
1981; Todaro 1981:134; Bollen 
and Jackman 1985b; Muller 1988; 
Chan 1989; Weede 1993)。3 在一
个国家开始发展之前，社会阶层
的收入结构呈现狭长的金字塔
型，即底层最为庞大，到了中部和
顶部时逐渐变窄(Lipset 1981:51)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往往是最重
要的资本、收入、权力和地位的来
源。这一点在国家主义(statist)的
制度下尤其突出，但它同时也出
现在很多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
系中。一个人或一个政府愿意因
为一次选举结果而交出权力是惊
人之举，这不正常，表面上看来
也“不理性”，特别是在一些新兴
的、缺乏稳定与合法性的国家里。

马克思(Marx)多次指出极度的
不平等是与匮乏相连的，所以他
相信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
一个有着平等和民主，并且政治
上弱小的制度(a politically weak 
state)——只能在物质丰富的条件
下产生(Marx 1958:8-9)。强行在
物质匮乏的条件下追求社会主义
将导致社会发展中断和被压制。
共产主义者证明了马克思观点的
正确性。研究民主的巴西学者弗
朗西斯科·维弗特(Weffort 1992)
坚信，“尽管公民的政治平等......
在某些（经济上）高度不平等的国
家也可以存在，”但是这种反差 

“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制度扭曲、
不稳定和反复的暴力冲突......（也
可能导致）民主无法得到巩固”(
页22)。一些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发
现，较高的富裕程度和福祉与民
主体制的存在是相辅相成的(Lip-
3. 这些概括不适用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

set, Seong, and Torres 1993:156-
58; 另见 Diamond 1992a)。除了国
家财富和经济阶层分化的影响之
外，当代的社会学家也认同托克
维尔(Tocqueville)的观点，那就是
社会平等对民主大有裨益，即身
份的平等和对个体的普遍尊重，
无论财富多寡(Tocqueville 1976: 
vol. 2, 162-216; Lipset 1981:439-
50; Dahl 1971 :85-104; Sartori 
1987:343-345; Dogan 1988: 11-
12)。但正如维弗特强调的(Wef-
fort 1992)，“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并
没有达到这种‘最低的’社会条件
前提......（这能够）帮助我们解释
为何这些国家会陷于典型的民主
不稳定”(页18)。
 
经济和政体
 
在19世纪，很多政治理论家注意
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联
系(Lipset 1992:2)。正如罗纳德·
格拉斯曼(Glassman 1991)指出
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古典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甚至是拥护
君主制的人士，都认同工业资本
主义和议会民主之间的联系”(页
65)。这样的经济制度，包括一批
数量庞大的、独立的农民阶层，
催生出一个中产阶级，这一阶级
能够与国家抗衡，并提供资源帮
助独立社群，包括马克斯·韦伯
(Weber 1906:346 ff)、约瑟夫·熊
彼特(Schumpeter 1950)、巴林顿·
摩尔(Moore 1966)、西达·斯考切
波(Skocpol 1979)和彼得·柏格
(Berger 1986; 1992)等人在内的
20世纪的学者也得出同样的结
论。熊彼特(Schumpeter 1950)认
为，“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
产物”(页297)。摩尔(Moore 1966)

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一样，
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
主”(页418)。

柏格(Berger 1992)从保守主义的
立场提出，尽管“政治民主的国家
必然是市场经济......但也有不少
例子证明非民主国家也在实行市
场经济”(页9)。也就是说，资本主
义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Diamond 1993a)。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Diamond, 
Linz, and Lipset 1988:xxi)，“（从
市场经济的体量和企业家阶层
的独立性而言）那些资本主义发
展到最高程度的”民主国家，“也
是受到最多压力去实现民主的国
家”。

在探讨为何某些资本主义国家、
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仍未能实现
民主时，学者卡洛斯·魏斯曼(Wa-
isman 1992:140–55)提出，这些国
家生产资料的私有程度仍不足以
推动民主。魏斯曼称，一个强大的
市场经济是民主的必要前提。当
国家限制市场并推动国家经济自
给时（即限制竞争的自给自足的
经济），就会导致威权主义。一个
自由的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民主
也需要自由的市场经济。

而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
级的壮大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并
促进了人权和法治，但要求扩大
投票权和党派权利的却是工人阶
级，尤其是在西方(Therborn 1977;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59, 97-98, 140-43)
。4正如约翰·史蒂文斯(Stephens 
1993)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4. 当然，最近几年在南亚、东亚、拉美和那些南
欧后裔的国家都能看到这一理论的证据。



与民主的兴起相关，部分原因在
于资本主义与阶级结构的改变相
关，这种改变强化了工人阶级” 
(页438)。

腐败作为治理中的一个重大问
题，是与建立在贫困之上的制度
相辅相成的(Klitgaard 1991:86-
98)。国家必须分配其控制的资
源，例如工作、合同和投资资本。
当国家处于贫困中时，它就会强
调排他主义或个人色彩。显然，
这种情况下要清除与国家所控制
和影响的资源相关的“裙带关系”
是不可能的。人们渴望制定法律
和规范来减少裙带关系，公正地
将个人能力作为衡量标准，但现
在的富裕国家经过漫长的时间才
将这些规则制度化，而且这些规
则往往不符合欠发达国家的传统
及其人民的需要。因此，正如杰弗
逊(Jefferson)和麦迪逊(Madison)
等人在18世纪末指出的，国家干
预越少越好；国家直接控制的资
源越少，实现自由政体的可能性
越大。

因此，可以说竞争性的市场经济
是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消除裙带关
系影响的最佳方式。市场的力量
越大，拥有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政
治精英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
小。除了限制国家的权力外，新兴
和贫穷的民主政权还应该强化道
德操守。在进行援助、贷款和其他
非国家资源的分配时，应执行明
确而客观的标准。当然，这要由一
个以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出来的
公务员队伍来实现。英国、美国和
欧洲多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历经
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Johnston 
1991:53-56)。改变当今贫穷国家
的习惯和规则并非易事，不过韩

国似乎在短时间内一枝独秀地
做到了这一点(Seung-Soo 1992; 
Macdonald 1992)。
 
政治文化的中心性
 
民主需要文化的支持，即全体公
民和政治精英对言论自由、媒体
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反对
党的权利、法治、人权等原则的
接纳((Almond 1956:34-42; Pye 
1965:3-26; Dahl 1971:1-16; Bob-
bio 1987:63-78; Diamond, Linz, 
and Lipset, 1990:16-18)。这种规
范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从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17年的
俄国二月革命，从19世纪拉丁美
洲新建立的大部分国家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非洲和亚洲国家，
它们从威权主义过渡到民主的
多番努力都宣告失败。林兹(Linz 
1988)和亨廷顿(Huntington 1991)
指出，此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之后
都出现了威权主义的复兴。“在
1915年至1931年间采纳民主体制
的17个国家中，只有4个能在1920
年代至1930年代维持民主......32
个在1958年实行民主的国家里，
有三分之一到1970年代中期已
转变为威权政体”(Huntington 
1991:17-21)。

这些前车之鉴对东欧前共产主义
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当下的民
主转型并无好的预示。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的最新报告指
出：“在1993年行将结束之时，全
球的自由度正在下滑，而暴力、
压迫和国家控制则呈上升趋势。
这是5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
况......”(Karatnycky 1994:4)。这样
一种正在形成的“逆潮”在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国家尤为明显，当地 

“有9个国家有所进步，而18个国
家则出现倒退”(页6)。在俄罗斯，
一个有着法西斯倾向的组织领先
其他党派，在1993年12月的大选
中获得了24%的选票，与此同时，
共产党及其盟友获得了逾15%的
选票。

在绝大部分民主制度开始萌芽的
地方，其过程都是渐进的，反对势
力和个人权利在政治的博弈中萌
发(Sklar 1987:714)。正如近40年
前，我与我当时的学生马丁·特罗
(Martin Trow) 和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写下的：

社会中的民主权利大多是通过各
类组织——阶级、宗教、利益、经济
和专业团体等——之间的博弈和
他们与政府的抗争得来的。每个
利益集团都希望达成其意愿，但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强大到能
获得绝对的权力，其结果就是互相
宽容。总体而言，宽容这一概念的
产生以及对持有不同意见并互相
争夺追随者和权力的政治团体的
权利的认可，都是来源于各个社会
里强大而牢不可破的团体之间的
互相较量。以下几个过程使宽容这
一概念收获认可：某些情况下，一
些团体，例如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曾
尝试击溃对方，但他们最终认识到
绝对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
真的实现了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分
崩离析。在这样的较量中，弱势群
体和反对势力发展出一种民主的
意识形态，坚持主张维护弱势群
体的某些权利，并以此为他们自身
的存在正名。这些群体还可能迫使
当权者给予他们这些权利以避免
革命暴动或权力更替。对于这些群
体而言，停止坚持自身权利可能意
味着丧失众多追随者的支持，而这
些追随者已成为民主价值的拥护
者(Lipset, Trow, and Coleman 
1956:15-16)。

因此，民主得以渐进地发展，首

先发展出的是以财产或受教育
水平为基础的投票权。政治精英
逐渐允许大众参与投票，容许并
将反对派的权利制度化(Almond 
and Verba 1963:7-8; Rustow 
1970:357)。正如罗伯特·达尔
(Dahl 1971:36-37)曾指出的，19
世纪欧洲的一些政党，例如自由
党(Liberals)和保守党(Conserva-
tives)，其建党的初衷并非要赢得
多数选民的支持，而是要保障其
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这些政党
并不热衷于煽动民粹主义。

比较政治学指出，权力、地位和财
富越是集中在国家手里，民主制
度的建立就会越困难。在这种情
况下，政治斗争容易着重于零和
博弈(a zero-sum game)，失败的
一方将一无所有。中央政府越是
有威信和优势，当权者和反对派
就越不愿接受将党派斗争制度化
并有可能导致权力更迭的游戏规
则。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政
治和经济之间的纠缠有限时，民
主就最容易产生——比如在早期
的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在北
欧，民主化容许王室和贵族保留
他们的身份，尽管他们的权力被
削弱。在美国，中央政府在半个
多世纪里都不是特权的主要占有
者，因此当权者容易让出权力。

民主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按照计划
发展，除了由实行民主制的战胜
国推行民主的情况，比如二战后
的德国和日本所经历的。从美国
到北欧，自由、投票权和法治都
是以零散的方式而不是有计划地
发展的。为了令其自身合法，执
政者即使不情愿也会最终认可反
对派存在和自由竞争的权利。几
乎所有新兴民主国家的领袖，如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托马
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
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都
曾尝试过镇压反对者。如前所述，
历史上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很
快被推翻，例如1871年之前的法
国，1848年前的欧洲多国，一战后
的东欧、中欧和南欧，以及反复出
现这种情况的拉丁美洲和非洲。
民主的成功所反映出的少数派政
治团体的实力和运气，甚至多过
于新当权者对民主制度的承诺。

跨民族的历史学研究发现，文
化因素可能比经济因素对民
主有更大的影响(Lipset et al. 
1993:168–70; 另见 Huntington 
1991 :298–311)。罗伯特·达尔
(Dahl 1970:6)、乔治·凯南(Ken-
nan 1977:41–43)和伯纳德·刘易
斯(Lewis 1993:93–94)强调，19
世纪全球第一批民主国家（大约
20个）主要是西北欧国家及其国
民移居的国家。“还没有证据显
示在这些有限的族群以外的人
会选择这种治理模式”(Kennan 
1977:41-43)。作为研究中东地区
的权威，刘易斯(Lewis 1993)认
同凯南的上述观点：“（民主）制
度尚未从其他文化传统中发源；
这种制度是否能移植和适应其
他文化并长期生存也是有待观
察的”(页93–94)。

还有一点尤其特别：最新关于政
治体制与哪些变量相关的统计
分析显示，曾经被英国殖民是与
民主关系最紧密的变量(Lipset 
et al. 1993:168)。正如麦隆·韦纳
(Weiner 1987)指出，除了19世纪
的美洲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
asia)以外，“在所有至少有一百万
人口的国家里（以及几乎所有更

小的国家），已脱离殖民统治并且
能延续民主制度的，无一例外都
曾是英国的殖民地”(页20) 。这其
中有复杂的原因(Smith 1978)。对
比英国殖民地和非英国殖民地会
发现，很多前英国殖民地（例如革
命前的北美洲以及近期的印度和
尼日利亚）在独立前就已经建立
起选举制度、政党和法治。相反，
那些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
和比利时的殖民地，以及前苏联
国家，它们并没有允许“异见团
体”(“out groups”)逐渐加入主流
政体。因此，民主化在前英国殖
民地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来得更循
序渐进，也更成功；这些国家独
立前的经历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作用，帮助它们更
顺利地向自由转型。
 
宗教传统
 
宗教传统是一个国家能否向民
主转型的重要因素(Huntington 
1993:25-29)。从历史上而言，罗
马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
儒教都与民主有着负面的关系；
相反，基督新教和民主则是相辅
相成的。这些差异有以下几个解
释：(1)新教更强调个人主义； (2) 
其他四个宗教传统上与政权的
关系更紧密。亚历西斯·托克维
尔(Tocqueville 1975)和詹姆斯·
布莱斯(Bryce 1901)曾指出，宗教
和政治信仰的分离能促进民主发
展，从而让政府无须听命于教会
的戒律。

从托克维尔时代到1970年代中期
的学者都曾注意到，在所有欧洲
国家及其海外领土里，信奉新教
的国家比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更容
易建立民主政权(Lipset 1981:57-

58; Lipset [1970]1988:90; Bollen 
1979:83; Huntington 1991:79–82 。 
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 
1960)在1950年代末期作为一名
政治学者观察得出，天主教一直
以来都与政府关系密切，天主教
会等级分明，“在宗教信仰方面是
威权的，而由于信仰和世俗的界
限往往模糊不清，天主教会在解
决世俗问题时也不愿采用表决的
方式”(页245)。而新教徒，尤其是
来自与世俗政权无关的派系的新
教徒，相对缺少威权色彩，地方性
更强，更具参与性，并更强调个
人主义。但天主教国家在1970和
1980年代为世界的第三次民主
浪潮作出了重大贡献，反映出“在
1960和1970年代......天主教会在
其信条、传播、社会和政治承诺方
面出现的重大变化”(Huntington 
1991:281, 77-85)。这些变化主要
来自以下因素：所谓的极右主义
和教权法西斯主义在天主教思想
和政治体系中合法性的丧失，欧
洲法西斯主义的溃败，以及二战
后几十年里多个主要的天主教地
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例如在意大
利、西班牙、魁北克、巴西和智利。

相反的是，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
拉伯世界）并未参与世界的第三
次民主化浪潮。它们几乎都仍是
威权国家。这些国家在近期仍不
大可能发展民主，因为“政治自由
的概念并不广泛为人接受......它
们与伊斯兰格格不入”(Vatikiotis 
1988:118)。正如罗宾·怀特
(Wright 1992)指出的，伊斯兰教“
提供的不仅是一套精神信仰，还
有一套社会治理的规则”(页133)。
厄内斯特·盖尔纳 (Gellner 1991)
指出，“现代世界的穆斯林社会几
乎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的缩影，被

信仰包围着，甚至可以说是被过
多的信仰折磨着......”(页506)。刘
易斯(Lewis 1993)在分析过去和
现在穆斯林信仰与政体的关系时
写道：

伊斯兰国家从原则上而言是神权
国家(theocracy)—— 并非是西方
意义上的由教会和神职人员统治
的国家......而是按照字面意思、由
神来统治的政体......原则上而言，
其国家是神的领土，所统治的是神
的子民；其法律也是神的法律......

伊斯兰国家的历史是一部从未被
解放的极权史......这毫不令人意外
(页96, 98)。

阿里·卡赞西吉(Kazancigil 1991)
对穆斯林和东正教国家在民主
方面的弱点给出了同样的解释，
他认为两者都没能做到“政教分
离”(页345)。在东欧，特别是俄罗
斯，东正教教会将其与世俗政权
的关系建设得十分密切。正如格
里高利·古洛夫和亚历山大·古洛
夫 (Guroff and Guroff 1993)所强
调的：“教会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
政权的一个机关，在沙皇和苏联
统治下都是如此......无论是在沙
俄还是苏联，东正教教会都未曾
积极为人权或宗教宽容发声”(页
10–11)。

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 
1968)指出，在儒家中国“没有任
何教会或文化组织......能独立于
国家存在”(页25)，同样，“伊斯
兰教强调宗教和政治社群之间
的身份”。艾森施塔特由此总结
道，“中国和伊斯兰社会之间有
重大相似之处”(页27)。亨廷顿
(Huntington 1993)指出，“传统儒
教是非民主的或反民主的，这一
观点还没有任何学者提出过异



议”(页15; 另见Whyte 1992:60)。
白鲁恂 (Lucian Pye 1968; 另见
Pye with Pye 1985)也指出儒教和
共产主义理念之间的相似之处：“
两者在当权者的傲慢上同样极
端......都坚持官僚的垄断......另
外需要指出的是，儒教和毛泽东
思想在意识形态上都明确强调
权威和秩序”(Pye 1968:16)。何包
钢(He Baogang 1992)的看法虽
然不那么悲观，但他在分析中国
大陆的文化传统后得出：“证据
显示，目前这里反民主的文化比
亲民主的要更强大”(页134)。只
有日本这个儒家色彩最浅的国
家“在1990年以前已有持续的民
主......而其民主是美国占领的产
物”(Huntington 1991:15)。其他包
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台湾等地
以往都是独裁的。与其他缺少民
主的文化类似，“儒教将社会和国
家合二为一，没有对自发的社会
组织提供国家层面的合法性”(页
301)。当然，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
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出现变
化，这反映出经济的变化能如何
影响政治体制，削弱威权主义。

但是印度这个在工业化之前已成
为民主政体的印度教(Hindu)国
家则与众不同：

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印度文明
最突出的特征是：它大约是历史上
唯一一个能够保持其文化身份、不
受某个政治框架限制的高度完整
而独特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其他帝
国文明相比，印度政治更倾向于以
世俗的形式产生......因为印度的文
化和政治相对分离，现代化的发展
可以不受传统文化倾向对政治影
响的禁锢(Eisenstadt 1968:32)。

这些对文化的归纳总结并没有
给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前共

产主义国家带来光明的预兆。
天主教教会在波兰脱离苏联共
产主义的控制中扮演了非常重
要的角色。但如前所述，历史上
笃信天主教的地方并不容易接
纳民主观念。尽管天主教会放松
了对西欧和大部分美洲国家的
控制，但正在加强对东欧政治的
干预，由此引发的冲突令波兰受
害。东正教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处于支配地位。乌克兰则被天主
教和东正教这两者控制。法西斯
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和乌
克兰都很强大。穆斯林在前苏联
的中亚地区人数众多，在一些地
方占到多数——而这些地方一直
以来是前苏联成员国中最缺乏
民主的。以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
亚人为主、加上信奉天主教的克
罗地亚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波
斯尼亚人组成的前南斯拉夫，现
在正深陷民族和宗教矛盾之中，
没有和平，更没有民主的指望。
如果我们对一系列文化价值及
其相关制度所带来的、持续的失
调现象熟视无睹，那么这就是在
自我欺骗。

但人的信仰是会变化的；资本主
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组织
起来的工人阶级、财富的增长、教
育的提升都与世俗主义和公民社
会的成熟息息相关，而世俗主义
和公民社会能帮助政教分离，并
帮助达成民主的其他先决条件。
近几年里，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
的莫过于经济腾飞的东亚儒教国
家——这些国家曾经被认为几乎
没有可能实现发展和民主。杜维
明(Tu 1993)指出，它们“在民主
化和市场化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
的活力。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都在
1992年成功举行了全国大选，明

确显示出民主在儒教国家不仅可
能而且可行”(页viii)。黎安友和史
天健(Nathan and Shi 1993)在“中
国首个科学有效的全国性政治行
为和态度的调查”中写道：“与其
他稳定和传统悠久的民主国家的
居民相比，中国人在我们关注的
变量上得分较低，但并没有低到
令人得出中国无法实行民主这种
结论的程度”(页116)。在俄罗斯
进行的调查也得出相似的、积极
的结论(Gibson and Duch 1993)，
但从种族民族主义者和亲共主义
者在1993年12月的大选中获胜可
以看出，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民主在前苏联的大部分国家
都还没能生根发芽，在工业化程
度较低的穆斯林国家和许多非洲
国家也是如此。新兴民主国家也
有很多未竟事宜；必要的文化转
型显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
们还不能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不会被扭转。根据自由之家(Free-
dom House)的一份报告，1993年 

“在自由（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
方面出现退步的有42个国家，
进步的有19个国家”(Karatnycky 
1994:5)。5

 
制度化
 
新兴民主国家必须制度化和巩固
其民主，并变得具有合法性。这些
国家都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建立
一个更繁荣、平等的经济体系；
减少与旧时代的社会和军方精英
的冲突，或者干脆取代他们；并
且以稳定的政党为基础建立可行
的民主选举和治理体系(Linz and 
Stepan 1989; Whitehead 1989; Di 

5. 在自由之家的调查中，一个国家可能在衡量
自由的排名中上升或下降，但其民主和威权的
性质不一定发生变化。

Palma 1990:44–108; Huntington 
1991:208-79)。想要涵盖所有关于
民主制度化的问题，须专门著书
立说，所以我在这里只探讨以下
几点：合法性、行政和选举体系、
公民社会和政治党派，以及法治
和经济秩序。
 
合法性
 
民主制度的政治稳定不能依靠
武力。在武力之外的选择是寻
求合法性(legitimacy)，即一种为
各方所接受的、系统性的“统治
权”(“title to rule”)。6例如，大部分
北欧和英联邦国家都在发展民主
体制的同时保留了由君主制的延
续而得来的传统合法性。如果没
有这种制度和传统，民主可能不
会像现在这样发展，甚至可能根
本不会建立。

合法性理论的鼻祖马克斯·韦伯
(Weber 1946)提出了当权者获得
合法性的三种方式，大致概括如
下：
(1) 传统型(Traditional)：“一贯”掌
握权力，最佳的例子就是君主制
社会的统治权。

(2) 法理型(Rational-legal)：权力
获得服从是因为当权者通过广为
接受的统治制度赢得职权。例如，
在美国，宪法是所有权力的基础。

(3) 感召型(Charismatic)：权力基
础来自人们对领导人拥有强大个
人价值的信任。这种个人价值可
能来自于神，如宗教先知；也可能
来自于领导人所展示出的过人天

6. 有关合法性问题的近期研究，参见马太·
杜甘(Dogan 1988)。另见利普塞特(Lipset 
[1963]1979:17)。



赋。很多当权者的“个人崇拜”都
说明了这一点(页78-79)。

获得合法性的最佳方式是通过
长期的有效性(prolonged ef-
fectiveness)，即政府实际上的表
现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
多数民众和重要权力集团（如
军方和商界领袖）的基本需求
(Lipset [1960]1981:64–70; Lipset 
1979: 16-23; Linz 1978: 67–74; 
Linz 1988:79–85; Diamond et al. 
1990:9-16)。然而，上述概括对新
兴民主体系并无帮助，因为目前
对它们而言，在制度方面最有用
的建议是将权力的基础和权力的
代理人切割开。

这种切割的重要性绝不可低估。
权力的代理人可能受到选民的强
烈反对，可能被选民换下去，但权
力的内核与象征必须受到尊重并
不被挑战。因此，公民需要遵守法
律和规则，即使他们不喜欢执法
的人。以上情况曾经发生在后佛
朗哥(post-Franco)时代的西班牙，
当时西班牙成功并有效地恢复了
君主制，但今天很少有国家能够
做到这一点。在二战后因为麦克
阿瑟的原因，日本在天皇的支持
下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避免了
一战后协约国犯下的错误。在一
战后，协约国摧毁了德国的君主
制，支持后来的魏玛共和国。温斯
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
强烈反对此举，他正确地预计到
新建立的民主制度会被德国王室
的旧势力所反对，不会得到他们
的拥护。

在多数新兴的民主体系中，法理
型合法性都是孱弱的，因为在这
些国家的历史上，法律曾经为外

来殖民者或本土独裁者服务。建
立法理型合法性需要加强法治和
法庭的威信，这二者必须在最大
程度上独立于政治之外。正如布
鲁斯·阿克曼(Ackerman 1992:60–
62)和巴里·温加斯特(Weingast 
1993)指出的，在新兴民主国家
里，这些要求意味着必须尽快出
台一部“进步的”宪法(a “liberal” 
constitution)。宪法能提供合法性，
限制国家权力，并提供政治和经
济权利的基础。当然，要建立稳定
的合法性需要时间。

前法西斯国家在战后建立的民主
政权，如魏玛共和国，是在占领国
的支持下建立的，因此一开始并
无合法性可言。但战后的“经济奇
迹”创造了就业，并使生活水平持
续提升，让这些政权有了优势。这
些民主体系的稳定也与反民主的
右翼倾向失去人心有关——反民
主的右翼势力被与法西斯主义和
军事上的失败联系在一起。

我在此重申，欠缺合法性的民主
政权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必须做
到有效(effective)，或者像一些拉
丁美洲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建立的
民主政权一样，获得负面合法性
(negative legitimacy)——因为以
前的独裁政权的邪恶，新政权能
够消除威权主义就获得了合法
性。通过革命、政变或在威权政权
倒台后新建立的独立国家，往往
从根本上缺乏合法性。因此，在一
战之后的欧洲，推翻奥匈帝国、
德国和沙皇俄国所建立的民主
国家大部分都没能长治久安。在
1920年，28个欧洲国家中有26个
是代议制民主；但到了1938年就
只剩下12个仍是自由国家(Mann 
1993:2; Lee 1987)。如前所述，二

战后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民主也很
孱弱，而到了最近的1993年，许多
新兴民主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权利
的重大倒退。除了经济上的失败
以外，这些政权难以满足其国内
各个跨民族的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s)和革命政党的要求，也缺
乏足够的资源来获得民众和精
英的支持，因此它们建立民主的
努力不断失败(Linz and Stepan 
1978)。

尽管这种假设很难满足，但如果
各方面条件相同，非民主的威权
政权要比民主政权更脆弱。从其
本质而言，威权政权合法性较弱；
更依赖于武力而非信念来维持权
力。因此，可以说威权制度容易被
大部分民众反对甚至抵制。如果
一种政治制度缺乏合法性，它就
会引起更多民怨，更腐败，并出现
更多对规则的破坏。一个依赖于
武力来维系、并不受民众认可的
政权，从本质上而言是不稳定的，
更可能在危机面前崩溃。正如托
克维尔(Tocqueville)所言，即使是
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维持这样
的政权。特别是在民主扩散的时
代，专制政权处于进退两难的处
境：如果这些政权像佛朗哥时代
的西班牙或者韩国和智利一样， 

“能达成社会经济的进步，它们
就容易将大众的愿望重新聚焦
在政治参与和发声的诉求上，而
这又是它们无法满足的，除非结
束其独裁统治”(Diamond 1989 
a:150; Huntington 1968:5, 41)。反
之，如果专制政权未能在经济和
社会领域取得成功，它们合法性
的缺失就会致其垮台。

但苏联的历史似乎与上述情况不
符，因为该政权维系了长达四分

之三个世纪。然而，一个脆弱而不
受欢迎的政权也不一定要倒台。
因为压迫性的警察权力、强大的
军队和统治者运用残暴武力的决
心是可能长期维系一个政权的。
这种体制的瓦解可能需要一个重
大的催化事件，比如一场战争的
失败，经济的极速下滑，或者是政
治精英的内讧。在苏联，戈尔巴乔
夫(Gorbachev)上台之前已经有
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数据表明
该国所面对的巨大困境——例如
生产力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都
显示出其制度的严重失灵；而其
规模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也证明
了政权合法性的低下(Feshbach 
1978, 1982, 1983; Amalrik 1970; 
Todd 1979)。在1953年的东柏
林、1956年的布达佩斯、1968年的
布拉格和1955年后的波兰发生的
一系列抗议事件，都有可能并最
终确实在莫斯科重演。现在我们
都知道，苏联最激烈的批评者是
对的。尽管苏联直到最近才在政
治上垮台，但其制度在此前已导
致其经济极度缺乏效率，生产力
也相对不足。

与专制政权相反，民主体制依赖
和寻求民众的支持，并长期为此
竞争。政府低效也不一定影响其
他社会和经济领域。反对派实际
上起到沟通的作用，着眼于揭露
社会和政府存在的问题。异议的
自由帮助经济和政治相关信息的
流通。

韦伯(Weber 1946:232-34)曾指
出，一个独裁者往往没有民主社
会的领导人权力大。韦伯认为，
由于信息的不自由，独裁者未必
会知道其指令是否会被官僚机
构或反对派利益集团所无视。韦



伯引用了普鲁士帝国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失败的土地
改革作为例子。当时的普鲁士官
僚机构和与拥有土地的贵族关
系紧密的地方政府违背了新法，
但却无人告知腓特烈大帝。如果
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反对派和媒
体通常都会揭露这种违法乱纪
之事。

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前几年
中，至少有两次在讲话中谈到一
党制的不良后果。与韦伯的观点
类似，戈尔巴乔夫也指出官僚机
构对其反对的命令和改革不作
为。他说，这样的事在多党制度
下不会发生。戈尔巴乔夫当然不
可能呼吁多党制，但他呼吁苏联
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承担起在民主
社会中由反对派扮演的沟通和揭
露的角色(Gorbachev 1987:R24; 
1988:33)。

非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权尝试通过
个人崇拜(cults of personality)来
建立合法性（比如拿破仑、杜桑·
卢维杜尔、波费里奥·迪亚斯、墨
索里尼和希特勒）。新兴的独裁
政权往往缺乏通过法治建立法理
型合法性的途径。尽管马克思主
义的意识形态明确反对渲染“强
人”(great men)在历史中的重要
性，并强调物质和“人民大众”(the 
people)的作用，但共产主义政府
却不得不依靠统治者的个人魅力
来建立感召型合法性。它们的举
措缔造了例如列宁、斯大林、毛泽
东、铁托、卡斯特罗、胡志明、金日
成等个人崇拜。值得指出的是，历
史上有4个共产主义政权经历过
大规模的反抗，它们是：1953年的
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55年至
1980年的波兰，以及1968年的捷

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都是个人
崇拜色彩最弱的，正如1989年至
1991年的苏联。

但是感召型合法性从本质上而言
是不稳定的。如前所述，最佳的政
治制度是将权力的基础和权力的
代理人切割开的制度。当掌权者
及其政策被视作压迫性或剥削性
时，该政权及其统治就会遭到反
对。人民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去
遵守规则或诚实行事；仅凭武力
是不可能取得合法统治权的。
 
行政和选举制度
 
民主的优势不仅是道义上的，它
最终也能促进系统性的稳定。在
民主社会，公民认为政体包含社
会各个群体，而不仅仅是当权者。
选民是构筑合法性的一部分。拥
有最高权力的是选民而非政府。
选民被鼓励为改变政府而努力，
同时忠于民主体制。不过，在低
收入国家建立制度保障自由的努
力面临严重困难，因为新的民主
权利促使人们提出诉求并付诸行
动，这本身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

加拿大社会学家梅塔·斯宾塞
(Spencer 1991)强调，“保护少数群
体的权利不受多数人侵犯”是同样
重要的。当少数群体（特别是拥有
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少数
群体）感到他们不能分享权力（例
如在选票上永远占劣势的时候），
而同时又在自己的地区占多数时，
他们就可能尝试实现地区自治或
分离出去，以此将自己从文化上
的少数群体变为多数群体。这种
情况曾经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和前
苏联的部分地区(页427)。在那些
认为自己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少

数群体看来，民主是缺乏合法性
的。因此，民主转型往往会影响多
文化政体的稳定，就像在许多前
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情况一样。
约翰·卡尔霍恩(Calhoun 1947)在
19世纪初提出的并存多数理论
(concurrent majority)和当代学者
阿伦·利帕特 (Lijphart 1977)提出
的协商联合制度(consociational 
systems)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相似
的解决方案。这些学者提出在宪
法架构中给予少数群体在影响其
利益的政策制定方面的一票否决
权。这种尝试在塞浦路斯和黎巴
嫩失败了，但在瑞士却似乎收获
成功。加拿大和南非正在研究类
似的政策。拉妮·古尼尔(Guinier 
1993:1589-1642, 特别是1625–42)
提出与卡尔霍恩相似的改革方
案；而讽刺的是，卡尔霍恩的方
案旨在保障蓄奴者的权益，而古
尼尔则旨在保障奴隶及其后代的
权益。

当然，对于解决民族矛盾和其他
群体之间的矛盾并划定区域政治
的版图而言，联邦主义(Federal-
ism)是最古老的、也是在很多方
面最有效的方法。正如唐纳德·霍
洛维茨(Horowitz 1985:598)所说
的，联邦主义带来五种冲突解决
机制：（1）给冲突热点降温；（2）将
权力下放给不同的民族；（3）提供
民族团结的激励；（4）在地方上助
长民族内部矛盾，由此给横切分
裂(cross-cutting cleavages)创造
条件；（5）着力减少各族群间的差
距。但显而易见，联邦主义并不是
药到病除的，它有成功也有失败。
 
行政制度
 
在政府结构与合法性的关系方

面，有观点认为当其他条件相同
时，总统权力强大的共和国不如
某些代议制国家稳定，即由无实
权的王室或选举产生的首脑治理
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对于总统权
力强大的共和国而言，行政首脑
也是国家元首，象征性的权威和
实权集于一身；而对于后者而言，
这些权力分属不同的人。假如一
位领导人独揽大权，公众就很难
将他们对政权和对政策制定者的
看法区分开来。在过去50多年里，
许多拉丁美洲总统制国家在建设
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就
反映出这一点。美国的情况特殊，
在这里尽管总统既掌握象征性的
权威也掌握实权，但宪法在意识
形态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并已有
效运转200多年，因而拥有最高权
威的是宪法本身，而非在位者。这
种宪政上的（法理型）合法性经过
很长时间才形成。美国在内战前
有过许多次强大的分裂主义运动

（例如1812年的新英格兰，1832
年的南卡罗莱纳，还有1840年代
主张废奴的人士反抗当时允许蓄
奴的宪法）。而内战及之后的长期
经济增长使美国的宪政取得了合
法性。

胡安·林兹(Linz 1990a; 1990b)和
弗雷德·里格斯(Riggs 1993)都更
认可代议制度，认为在这种制度
下行政权力是分散于内阁各个成
员之间的，这些成员在立法机构
中代表不同的群体和党派。相反，
当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时，与总
统不直接相关的人（即便是和总
统同属一个党派）都会对这个政
权及其政策缺乏忠诚。林兹还批
评过总统制僵化的零和特质。他
和里格斯都认为，总统制本身的
问题是很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



民主尝试多次失败的原因。

以上观点是值得商榷的(Lipset 
1990a; Horowitz 1990)。如前所
言，很多二战前在德国、意大利、
西班牙和东欧建立的代议制度
都垮台了。在1958年，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曾将第三和第
四法兰西共和国的脆弱归咎于
多党代议制。这些共和国缔造了
短命而低效的内阁。为了改变这
样的状况，戴高乐采用了如下制
度：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同时与总
理和立法机构分享权力。在法国，
这些改革举措产生了更有效和长
期的政府。在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叶利钦(Yeltsin)在
1993年12月制定的新宪法也作出
相似的尝试。

评估总统制和代议制还必须考虑
两者的性质。在总统制政权中，立
法权、通过预算和拨款的权力、
对高层人士的任命权是由总统和

（一般为两个）立法机构分享的；
而代议制政权则是单一制的，总
理和内阁掌握立法权。一个在议
会中掌握多数席位的总理，正如
大多数英联邦国家和一些欧洲国
家的情况，比宪政体制下的总统
更为强大而不受约束，因为宪政
下的总统只能提出政策并交由国
会审议(Lijphart 1984:4–20)。权
力弱小而分化的宪政总统制在美
国运转有效，尽管这种制度造成
了不少挫败和疏离感。但是如前
所述，这种制度在拉美不断受挫，
尽管我们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发生
并非因为宪政制度本身，而是文
化因素和较低的生产力导致的。
很多代议制政权也因为无法选出
在立法机构中占优的党派而导致
政治不稳定。例如，在7个东欧前

共产主义国家里，只有阿尔巴尼
亚选出了议会中的多数党。在波
兰，1991年有29个党派在议会中
赢得席位(Economist 1993a:5)，不
过在1993年大选后这一数字减少
到7个。在叶利钦1993年12月的
选举改革前，俄罗斯人民代表大
会里有14个党派，每个党派各有
至少48名代表，另有199个无党派
代表(Economist 1993b:59)。有12
个党派在新的国家杜马中占有议
席，另有120个独立代表。这些情
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会发生变
化仍是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政
治学者就总统制和代议制孰好孰
坏并没有达成共识，因为两种体
制都有过不少失败的例子。
 
选举制度
 
选择和更换行政当局的程序也
会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Lipset 
1979:293-306)。那些给予选民有
效的方式来更换政府、以选票让
当权者出局的选举制度能提供更
高的稳定性；在那些选举法规、权
力分配和党派力量的不同让做出
改变更为困难的地方，选举的结
果更易获得接受。

那些注重单一选区制(single-
member districts)的选举制度，例
如在美国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
促使选民在两个主要党派之间作
出选择。选民知道，如果对现政府
感到不满，他们可以选择反对党。
在这样的制度下，政治党派都是
多元混杂的。由于反对派通常会
承诺逆转当局的政策，很多选民
都会“两害相权取其轻”(“lesser 
evil”)，而执政党可能会因为施行
的政策不受欢迎或碰巧在执政期
间遭遇坏事而受到选票的惩罚。

在实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体制下，选民未
必能够决定政府的构成。在比例
代表制中，政党按照其得票比例
获得席位。前希特勒时代的德国、
前法西斯时代的意大利以及1920
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的东欧大
部分国家都实行过这种制度，它
现在仍存在于以色列、意大利、
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多数东欧
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当没有哪个
政党占据多数席位时，不同背景
的党派可能互相结盟。一个联合
政府内的政党可能得到选票，但
也有可能在选举后被新内阁排除
在外。小型的、善于捕捉机会或
代表特殊利益的政党有可能掌握
权力的平衡，并决定选举后产生
的新的政治联盟的架构和政策。
比例代表制易导致不稳定和缺乏
选择，这些弊端可以通过设置最
低票数的要求来缓解，例如德国
和俄罗斯都规定至少要获得5%
的选票才能得到席位。而无论是
单一选区制还是比例代表制，都
不能确保选举结果是哪些党派胜
出(Lipset 1979:293-306; Gladdish 
1993)。
 
公民社会和政党

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社会
 
强大的公民社会在促进稳定
方面的作用比选举制更重要，
即要有各种各样的“调解机
制”(mediating institutions)，包括
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独立运转的 

“社团、媒体和关系网”(Diamond 
1993b:4)。它们构成“有能力
反抗和制衡国家权力的亚组
织”(Gellner 1991:500)。我在40年
前首次尝试分析“有利于民主的

因素”(Lipset, Trow, and Coleman 
1956:15)时就着眼于公民社会，
我发现，“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
中，公民自身是没有能力去影响
国家政策的。如果公民不属于任
何政治团体，如果他们是分化的，
那么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就会完全
操控整个社会”(页15)。

公民团体必须成为制度化的政党
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这些政党的
支持者，这是现代民主的必要条
件，也是其定义的一部分。正如
彼得·默克尔(Merkl 1993)重申熊
彼特(Schumpeter 1950)的论述：“
政党一直以来都是促进民意的
形成、产生有意义的选举结果和
对政府作出影响的重要工具”(页
257-58)。或这如维弗特(Weffort 
1992)所言：“建设民主的过程是
将冲突制度化的过程”(页111)。

我们现在对公民社会的重视是因
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76)。
他在19世纪初认为，当时的美国
在政治和经济上之所以比欧洲
强大，是由于众多公民组织的存
在。7托克维尔说：

……（人们）参与这些组织一段时
间就会意识到人数众多的组织是
如何维持秩序，并且是通过怎样的
聪明才智来和谐而有条不紊地向
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因而政治组
织可以被看作是大型免费学校，社
群的成员们来这里学习结社的理
论......(vol. 2:116)

通过他们的政治组织，不同条件、
思想和年龄的美国人日常都在

7.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奥·葛
兰西在1920年代也指出，资本主义需要发展
出“坚实的公民社会”，这会让通往民主之路
变得可能 (Stephens 1993:414)，近几年利普塞
特(Lipset 1981:52–53)和亨廷顿(Huntington 
1984:202-3)也指出了这一点。



体会结社的滋味，并习惯去运用
它......参与者相互启发和影响彼此
的行为。他们之后会把在结社中学
到的理念应用到公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vol. 2, 119)

一个运转完善的公民社会往往也
是参与型的社会。在较大的政体
中，各种组织会起到促进利益和
行动的作用；它们能在那些对自
身及其成员产生影响的项目上给
政府提供建议，也能把相关信息
反馈给民众。公民组织能够减少
人民对意外改变的抵触，因为这
些组织可以防止政府变成空中楼
阁，并在利益出现分歧的早期就
帮助缓和，或至少是帮助人们意
识到这些分歧。

与熊彼特(Schumpeter 1950)所谓
政党是民主基础的观点不同，一
些民主价值观和权益主要是通过
社会上各群体之间的博弈而发展
的。各类不同阶层、宗教、经济、专
业等方面的组织不一定谋求取得
精英的政治权力，而是通过彼此
之间以及与政府的竞争来获得民
众的关注，并获取实践其政治设
想的权力。如前所述，这些反对派
要让自己的存在合法化，就必须
鼓励别人的反对权，从而为民主
提供基础。这些组织之间的冲突
和意识形态的交锋造就了另一个
政治空间，令社会不至于被政府
操控。

而有效的公民社会在极权制度下
是不存在的。相反，极权制度要
么试图消灭在个人和国家之间斡
旋的团体，要么就操控这些组织
以便让自己没有竞争对手。尽管
这样做可能减少“有组织的”反对
派存在的可能，但同时也会削弱

公民社团的有效性，并减少个人
学习创新活动的机会（例如托克
维尔所说的“民事联盟”。Toc-
queville [1976, vol. 2:124]）。在西
方，政体是建立在各种多元的组
织上的，这些组织也是政党的基础

（比如工会、民族和宗教组织、农
民组织、退伍军人组织等等）。幸
运的是，除了前共产主义国家之
外，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例如阿
根廷、智利、韩国、台湾和西班牙，
在转型前都不是极权社会，也都
在独裁时代就将公民社会中的一
些多元机制制度化了(Scalapino 
1989)。必须鼓励新兴民主国家更
多建立这样的公民团体。不过，这
些利益团体的“新领袖”大都是
在“转型过程中才开始（支持民
主）的”(Weffort 1992:12)。

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现在正面临缺
乏现代公民社会的困境，这种缺
失导致这些国家很难将民主政体
制度化。一些国家通过教会建立
了形成稳定的政治党派所必须的
公民团体（比如波兰），还有一些
国家通过各种小型的、自发的非
法组织做到了这一点，但多数国
家仍做不到(Sadowski 1993:171-
80)。相反，它们不得不从无到有
创建政党。意识形态松散的团体
必须与前共产党对抗，而后者多
年来组织严密并且建立了自己的
联盟。现实情况是“分化而非联
合：在波兰最近一次大选中，有67
个政党参与角逐，在罗马尼亚有
74个”(Economist 1993a:4)。其结
果是，前共产党（现在的“社会主
义政党”）被推选成为议会中的多
数党，比如在立陶宛；或成为联合
内阁中最大的政党，例如波兰的
情况。在1992年1月，保加利亚一
位由共产党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拿

下了43%的选票(Malia 1992:73)。
当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过渡中，物质条件在变好前往
往先变坏，这种转型中的艰难也
加剧了这种情况。

最近的调查还显示出共产主义
统治45年到75年带来的其他一
些持续效应。在几乎所有的东欧
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约70%)认
同“国家应该提供就业、医疗、住
房、教育和其他服务”(Economist 
1993a:5)。民主政制能否在这些
国家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其公民
能否适应自由、摒弃他们以往对
国家角色的看法，以及能否接受
市场经济起起伏伏的本质，当然，
还有这些国家能否在经济上有
出色的表现。蒂莫西·加顿·艾什
(Garton Ash 1990)、伊拉兹姆·科
哈克(Kohák 1992)和朱塞佩·狄·
帕尔马(Di Palma 1991)都曾经对
共产主义制度和思维模式的存续
作出过令人信服的论述。匈牙利
政治家和学者加斯帕尔·塔马什
(Tamás 1992)也写道：

所有的民调都显示我们的公众反
对独裁，但同时又希望有强人执
政；拥护民选政府，但又痛恨议会、
政党和媒体；喜欢社会福利立法和
平等原则，但又排斥工会；希望推
翻现有政府，但却不愿意看到长期
的反对派存在；支持市场经济的概
念（这是西方式生活标准的代名
词），但又希望劫富济贫，并谴责银
行在工薪阶层身上谋取暴利；支持
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但又认为失业
是一种道德上的丑行并且希望惩
罚甚至驱逐失业者(页73)。

  
作为调解者的政治党派
 
政党是公民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
调解机制(Lipset 1993)。主流政党

的存在是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的
重要条件，它们拥有长期而广泛
的群众支持。这种支持必须足够
稳定，不会因明显的政策失误而
丧失。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一个
政党就可能会被完全击溃，从而
使有效的反对派不复存在。例如
在1930年代，美国共和党执政时
期开始大萧条，并造成前所未见
的严重失业、破产和股市波动，但
尽管共和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大
幅下降，它依然是一个主流的反
对党。

如果政党得不到这种程度的拥
护，就像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一
样，它们就很容易落败。在美利
坚合众国早期的历史中，由汉密
尔顿带领的联邦党曾与由杰佛逊
带领的民主共和党竞争政坛，而
1800年联邦党人输掉总统大选后
就迅速消亡了(Lipset 1979:40-41; 
Dauer 1953)。在近期的后威权主
义时代的欧洲国家，一些刚开始
看起来享有广泛民众支持的民主
运动——例如意大利的行动党(the 
Party of Action)，在后佛朗哥时代
西班牙的第一次选举中组成过多
数政府的民主中间联盟(the Union 
of the Democratic Center)，东德的
公民联盟(the Civic Union)，还有波
兰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在之
后的选举中都落败或支持率大幅
下滑。如前所述，类似情况在一些
前苏联国家也发生过。也许可以
这样说，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至
少需要两个各自享有高度忠诚的
选民支持的政党。民主需要强有
力的政党参与、提供不同的政治
纲领并互相批评。从历史上来说，
在贫穷的印度，横切分裂与人们
对种姓制度、语言和宗教团体的
忠诚相关，这种横切分裂通过造



就广大民众对“政党的高度支持”
而促进了民主的发展(Das Gupta 
1989:95; Diamond 1989b:19)。而
在最近，印度民主质量和稳定性
的下滑也与党派制度的不稳和腐
败有关(Kohli 1992)。
  
政治党派的支持来源
 
25年前，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和我尝试对欧洲政党多
元的支持基础进行系统性的分
析。在我们1967年的著作《政党
制度和选民倾向》(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中，罗坎
和我认为现代欧洲政治分野来
源于两次革命，即民族革命(the 
National Revolution)和工业革命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些
转型造成了社会分裂，从而影响
政党的分野和选民的投票行为。
民族革命是政治性的，并造成了
中央和地方的冲突，即国家政府
和文化与各种从属团体之间的冲
突，比如那些往往存在于外围地
区的民族、语言和宗教团体。这次
政治革命也导致了国家和教会之
间的冲突——国家试图控制教会，
而教会则希望保持其一直以来作
为一个团体的权利。工业革命则
是经济革命，导致了农业和工业
的矛盾，即土地主和新兴资产阶
级之间的矛盾。其后出现的是马
克思着重分析的资本与劳工之间
的矛盾。

这四种冲突（中央和地方、国家和
教会、农业和工业、资本和劳工）
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今天，并
给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提供了框
架，特别是在欧洲。阶级成了最为
显著的冲突和选举因素，尤其是
在全体成年男性都拥有投票权以

后(Lipset and Rokkan 1967)。19
世纪初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76:vol. 2, 89-93)和19世纪末的
布莱斯(Bryce 1901:335)都注意
到美国政党冲突的根本原因是贵
族和民主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
显然，上述四种冲突模式的党派
表现在世界各地呈现出不同的样
子(Lipset 1988:227-66, 1985:187-
252)。有的表现为多党制或浓缩
为两党联盟，例如在美国和澳大
利亚。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西方
社会整体在20世纪上半叶的巨大
变化，其政党制度的转变可以说
是微不足道。实际上冲突已经变
得系统化了——1990年代的政党
与二战前的情况类似。当中的主
要变化在于法西斯运动的消失，
以及某些国家在共产主义崩溃前
夕，其代表劳工的政党分裂为两
大主要政党。当然，这些劳工政党
在二战后的政治舞台上变得比以
往更为强大。在最近几十年，所
有社会民主党和多数被大大削弱
的共产党都改变了其意识形态倾
向，不再拥护国有制，转而支持市
场主导的经济模式(Lipset 1991)。

从19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世界
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时期，
主要特征是“后物质主义议题”的
升温，如“环境保护、核能的应用、
更好的文化、女性和少数群体的
平等、教育质量、国际关系、更广
泛的民主化，以及更宽容的道德
观，特别是关于家庭和性方面的
道德观”(Lipset 1981:503-21)。一
些社会分析家认为这些变化是即
将发生的第三次“革命”，即后工
业革命所带来的，并将导致新的
社会和政治矛盾。罗纳德·英格
尔哈特(Inglehart 1990)和其他学
者曾经指出在这个时代里出现的

一种新的横切分裂：工业和环保
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发生在那些
信奉工业社会所重视的生产的人

（这些人在社会议题上的观念也
比较保守）和那些拥抱后工业时
代价值观的人之间，后者认为应
注重生活质量，在生态问题、女权
主义和核能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
场。对生活质量的关切很难成为
政党的议题，但有一些组织，例
如绿党(the Green parties)、新左
派(the New Left)和新政治(New 
Politics)尝试推进这些议题，这些
组织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群体。

稳定的政党-社会分野在后法西
斯国家中再次出现，它也出现在
最近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
里，例如西班牙和智利。但如前所
述，这种情况在大多数由前共产
主义转变而来的“民主国家”都尚
未出现，也许除了匈牙利之外。前
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成为“社会
主义”政党。而那些非共产党则组
成了各种不稳定的自由政党（自
由放任主义）、民粹和民族主义政
党、地方主义政党以及与宗教相
关联的政党。它们缺少始终如一
的意识形态，也缺少与固定的社
会群体、特别是固定的社会阶层
的联系。在俄罗斯，一个传统上政
党分化的基础正在浮现，即中央
和地方之间的矛盾，这是在西方
社会最早出现的冲突。另一个是
教会和国家（或教会和世俗）之间
的矛盾，这种情况也在不同程度
地显露。农业和工业（或农村和城
市）之间的矛盾也较为明显。而讽
刺的是，目前资本和劳工之间的
矛盾是最不显著的，可能是因为
资产阶级和一个独立组织起来的
劳工阶级尚未形成。除非能形成
稳定的政党，否则有竞争的民主

政治不大可能在东欧和中亚的新
兴民主国家长存。不过，一些证据
显示匈牙利和波兰的民主有巩固
的趋势。
 
法治和经济秩序
 
最后，秩序和可预见性对于经
济、政治和社会而言都很重要。
在1867年，加拿大国父们为刚刚
统一的国家起草了第一部宪法，
他们将制宪的目标定为“和平、秩
序和善政”(Lipset 1990b:xiii)。基
本上来说，他们希望建设“法治”，
建立“程序正义”和独立的司法机
构。当权力专横、独裁并且难以预
测时，公民就不知道该如何行事；
民众会担心任何行为都可能导致
无法预料的风险。从本质上而言，
法治意为：（1）个人和组织受到
法院、警察和行政机构等执法部
门的公平对待；（2）个人和组织能
较为准确地预知其行为在国家范
畴内的后果。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1)在一份报告中强调
的：“法治是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商业风险能
得到理性的评估，让交易成本得
以减少，让政府的任意性得以降
低”(页iii)。这里我们再一次认识
到政治和经济的共同需求。

在探讨“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先
决条件”时，我多次强调经济发展
水平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如前所
述，许多实证研究都已发现社会
经济变量（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受
教育水平、医保水平）和政治结
果（例如自由和人权）存在重大
关联(Lipset et al. 1993; Diamond 
1992a; Inkeles 1991; Bollen and 
Jackman 1985a; Bollen and Jack-
man 1985b; Bollen 1979; 1980; 



Flora 1973; Flanigan and Fogel-
man 1971; Olsen 1968; Neubauer 
1967; Cutright 1963)。

最近几年一些向民主转型的国家
可以作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影响
的例证（例如智利、西班牙、韩国
和台湾）。在民主化之前，这些国
家都在经济和人民福祉方面快速
进步。但经济和人民福祉的关联
是不稳定的(Lipset, et al. 1993)。
比如，在印度这个全球最大的民
主国家，以及博茨瓦纳、巴布亚新
几内亚、斯里兰卡等国，经济发展
和人民福祉就不是正相关的。最
近几年民主向一些欠发达国家扩
散，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福
祉的相关性，不过这主要是因为
两极世界的终结让第三世界国家
的独裁者无法继续利用苏联和西
方之间的矛盾获益 

（有关民主的扩散，参见Di 
Palma 1990:15–21）。

当然，社会经济方面的关联仅仅
体现相关性，而不一定是因果性。
其他变量，例如历史事件对本国
政治的影响、文化因素、周边国家
发生的事件、来自其他地方的扩
散效应、领导力和社会运动都可
能给一国政体带来影响。因此，受
到其他欧洲国家影响的西班牙内
战的结果将西班牙置于威权主义
的体系中。同样的，二战后东欧
被置于苏联的控制下，这决定了
东欧的政治前景，也决定了西方
国家会努力阻止亲共势力在选举
中获胜。目前看来，国际机构和外
国政府更有可能支持多元主义的
政权。

泰利·莱恩·卡尔和费利佩·施密
特(Karl and Schmitter 1991:270–

71)认为，为民主寻找先决条件
是错误的。他们通过观察政权
和政党的缔约过程(pact-making 
process)来阐述民主转型。卡尔认
为，“与其徒劳无功地研究民主的
先决条件，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政
权转型的模式（这些模式是由威
权主义政权的崩溃而决定的）如
何为战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
tions)定下了基调，因为这些互动
帮助决定了政治民主是否能够诞
生和生存......”(Karl 1990:19)。

卡尔和施密特(1991)认为对精英
缔结政治条约的行为的研究和
对民主先决条件的研究只能二选
一。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对社会
先决条件的分析所关注的是成功
巩固民主的基础。由于精英缔约
是将民主制度化的一种方式，缔
约情况是否出现、能否长存都与
这些先决条件是否存在有关。正
如维弗特(Weffort 1992)强调的， 

“一个民主体制的最低运行标准
显示出其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页18)。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在研
究民主的先决条件和缔约过程方
面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二
者是相辅相成的。
 
结论
 
民主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许
多民主政府和政党，以及各种
致力于保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
(NGOs)都在出钱出力，在自由转
型中的国家创造和维持民主力
量，并给独裁国家施压、促使其作
出改变(Economist 1993c:46)。各
类的国际机构和组织，例如欧洲
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北
约(NATO)、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都把民主制度作为入会或者提供
资助款项的先决条件。许多研究
均指出，民主的扩散效应(diffu-
sion)、感染效应(contagion)或示范
效应(demonstration)都具有可行
性，都能促进民主国家争取改革，
并让威权统治者作出让步。回避
自由选举已变得既不入流又无利
可图，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东亚、
东欧，在一定程度上非洲也是如
此(Ake 1991:33)。不过，一个国家
宣布会举行选举，不代表选举就
一定公正。外界可以给予帮助；但
制度化的反对力量以及利益和价
值的表达，这些事物的基础必须
由内而来。

研究结果显示一些新兴民主国家
的合法性较低，因此我们必须对
其能否长治久安保持谨慎态度。
巴西学者维弗特(Weffort 1992)
曾提醒我们，“1980年代是新兴
民主的时代，当时一些国家政治
民主化的过程是与深刻而长久
的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这种经
济危机导致了社会排斥和大规模
的贫困......其中一些国家将政治
民主建立在社会分裂的雷区之
上......”(页20)。这样的情况很容
易导致民主的崩溃，就像在阿尔
及利亚、海地、尼日利亚和秘鲁等
国已经发生的一样；也可能导致
民主功能的退化，比如在巴西、埃
及、肯尼亚、菲律宾、前南斯拉夫
和一些乌拉尔地区的共和国；还
可能导致左翼和右翼反民主运动
的复兴，例如在俄罗斯和其他前
共产主义国家。

新兴民主国家要取得合法性最
重要的是要做到有效(efficacy)，
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包括政治领

域。如果这些国家能在经济发展
上有所作为，那么也应能够保持
政治上的秩序。但正如我试图证
明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也可
能影响民主的稳定。拉里·戴蒙德
(Diamond 1992b)在其关于非洲的
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也适用于许多
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何才能调和
民主与带来短期痛苦的（经济）结
构变革之间的矛盾？”(页41)。有一
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式的经济和
社会改革(perestroika)必须先于政
治开放(glasnost)。他们认为在贫
穷的国家，先推动经济和社会改
革更为可行。

在结尾前，我想谈一谈方法论的
问题。本文的一部分旨在从民主
转型中的国家的经验和结构特征
的角度找出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
系，及其对社会分化的影响。但也
正如我所说，在这之中也有很多
其他的关系存在。由于有众多可
能的因果关系，任何变量或政策
都不可避免地可能带来相反的结
果。亨廷顿(Huntington 1991:37-
38)指出，在有关民主化的研究中
有27个独立的解释变量。我们可
以将其与医学领域进行恰当的类
比：在医学中，基于成千上万个案
例得出的概率也无法告诉医生究
竟应该如何治疗某一个具体的病
人。同样的，即使是我们提出的最
为直观的概述，即有关经济发展
的好处的概述，也不一定能应用
于一个具体的国家。我们知道，发
展可能打乱人们的生活模式和社
会关系，改变人们的期待值，并使
得人们容易受到极端主义运动的
感召。如前所述，托克维尔(Toc-
queville 1976)对法国大革命的研
究已经预示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
动荡中的经历；托克维尔认为，一



个政治制度可能恰恰会在条件开
始好转的时候崩溃，是人们期望
值的提高和传统价值观与信念的
减弱压垮了它(vol. 1, 6-13)。

自二战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汗
牛充栋的实证性、历史性和比较
性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民主
的条件的理解。现在我们可以较
为自信地进一步提出一些论断，
探讨有关对民主有利的结构性、
文化性和制度性因素。但是具体
结果的产生还有赖于具体的环
境：取决于一国既有的选举和其
他政治制度是否适合其民族和
分化的架构、该国经济发展的状
况，当然，还有其中主要参与者
的能力和策略。例如，华盛顿、林
肯、列宁、戈尔巴乔夫、尼赫鲁和
戴高乐，他们都对其所处的时代
和国家的民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因此，我们显然不能将研究结论
生搬硬套。我在本文中探讨过的
各种因素确实会对民主的可能性
产生影响，但它们不能起到决定
性的作用。社会科学家并不擅长
预测未来。达尔(Dahl 1971:208)
和亨廷顿(Huntington 1984)这两
位着眼于结构性条件的学界先
驱，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都对多
头政治(polyarchies)或民主制度
的发展感到悲观。这与多数苏联
学家没能成功预测苏联解体是相
似的（参见Lipset和Bence即将发
表的研究）。民主的成败在很大程
度上仍取决于政治领袖和群体的
选择、行为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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